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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政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台灣2010年的新生兒僅16萬6886人，創歷年新低；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為10.74%。在少子女化和高齡化的兩個趨勢共同作用下，台灣人口結構老化速度居全球之冠。按照經建會對台灣2010年至2060年人口的推估，高、中、低推估下的人口零成長將分別出現在2025年、2022年及2018年。雖然台灣人口的減少可以減輕環境負荷的壓力，然而，這種人口結構轉變的趨勢將對未來台灣財政造成莫大的壓力。是故，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研究少子女化和高齡化將如何影響未來台灣財政、未來財政政治的轉向，以及對政府財政可能的變革建議。

    目前學術界針對少子女化和高齡化的研究，明顯呈現數個取向。對少子女化的研究，教育學者大多集中在其對各級教育體系的衝擊與變革上，社會學者則關注如何透過政府政策以提升生育率。對高齡化的研究，社會學界和公衛學界多探討高齡人口的退休制度、社會政策、醫療問題和長期照護等議題。政治學者則研究高齡者的政治參與行為。此外，經濟學者關心的焦點在於，探討少子女化和高齡化對總體經濟、勞工市場、總體需求等方面的影響。另外亦有少數研究者強調人口結構轉變對國家財政的影響。很顯然地，人口結構的轉變，對各國均是不容忽視的財政壓力，不同之處在於人口老化速度和時間進展的差異上。倘若，人口老化速度過快，將衝擊政府財政調整幅度，甚至使整體社會和政府措手不及。

    本文以質化研究為主，並採取文獻分析法，將蒐集相關人口研究進行本文之寫作。在研究設計上，本文首先將分析近二十年來台灣人口結構的變化與趨勢，並回顧政府所採取的人口政策。本文在後續的章節將分析少子女化和高齡化如何影響台灣未來的財政。此外，本文也將著重未來財政政治的轉向，並提出可能的政策建議。本文所採用的人口相關資料，主要來自內政部和主計處的統計資料，以及經建會對台灣2010年至2060年間人口的推估數據；財政數據則採用財政部的統計資料。
    本文之研究發現為，政府在既有人口政策下無力扭轉或改善人口結構之趨勢，農業縣人口老化問題將更為嚴重；高齡政治也將成為財政領域裡的重要因素，並將左右財政資源的分配。政府應及早由長期和較廣闊的視野，同時在政策和財政上著手規劃與改革，以使台灣社會能逐步適應人口結構的轉變。首先，財政改革是面對高齡社會與超高齡社會的第一步。從財政永續性的觀點出發，政府應將人口結構變遷因素放入國家財政的規劃與執行中。其次，以勞動力調控為出發點，分別對高齡人口和育齡人口採取提高勞動參與力政策和支持育兒措施，將有助於減緩未來人口結構變遷後的扶養壓力。社會連帶意願的強化，則有助於台灣社會較平穩地渡過人口結構變遷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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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緒論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2009年台灣的總生育率，僅有1.03人，亦即一位婦女平均一生只生育1.03人；2010年台灣的新生兒僅16萬6886人，創歷年新低；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為10.74%。1993年，台灣65歲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成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經建會對2010年至2060年台灣人口進行推估，按照中推估的結果，台灣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將在2017年超過14%，成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2025年此比例將超過20%，成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經建會，民99：17)。世界上多數國家都面臨少子女化和高齡化的人口問題，但是各國人口老化的速度有所不同。例如，法國由高齡化社會轉變為高齡社會費時115年，瑞典85年、美國73年、英國47年、德國40年(內政部，民97：19)，台灣預估只要24年! 這些數據顯示，在生育率不斷下降、死亡率降低和國民平均壽命延長的長期趨勢下，台灣人口結構正面臨巨大的改變，並將由多面向衝擊既有的社會和相關體制。由新生兒的減少開始，直接影響相關產業和教育體系，並逐步影響勞動力的供給。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則使醫療照顧體系的壓力增加，並可能造成相關的社會問題，也為各種退撫基金帶來沉重的壓力。青壯人口比例減少，則產生勞動力是否可能匱乏的疑慮。
    雖然人口的減少可以減輕環境的負荷與破壞，但是人口結構的劇烈變化對國家財政而言，卻形同財政土石流。最直接的是，數量急遽增加的退休人口將使各種退撫基金和社會保險面臨長期且日漸增加的壓力，尤其是目前台灣多種社會保險的財務狀況不佳，未來的財務支出壓力更形沉重。台灣對於移民政策一向採取保守的態度，外籍人士不易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社會對於移民也多抱持不信任的態度，因此短期內也難以藉由移民扭轉生育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和將來人口減少的可能性。在此情況下，政府只能由提高生育率一途下手，但是提升生育率所發放的生育津貼和托育補助等經費，也所費不貲，目前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偏高，顯然難以有足夠的經費促進生育率。既有的教育體系也被迫面對少子女化的趨勢，而進行減班、併校，甚至裁校。教育體系的轉型，也都需要經費進行。與人口相關的產業趨勢消長與調整，可能也都需要政府伸出援手。在眾多可能的財政支出背後，錢從哪裡來？青壯人口是否願意和是否有能力為高齡人口的退休金和相關社會福利支出買單？若要透過民主程序對此議題進行決策，日益增加的高齡人口也身兼選民身份，將逐漸成為政治領域中重要的角色。
    早在十多年前，台灣便已出現人口結構轉變的跡象，學界也對此進行討論；然而，政府卻遲遲未能提出全面性的政策方案與改革。即便馬英九總統認為少子女化問題應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至今政府部門仍未正面應戰。是故，本文的目的，將著重於少子女化和高齡化兩股人口轉變趨勢，對台灣未來財政帶來的影響，並強調人口結構轉變所引起的財政政治議題。本文第二節將就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與探討，並提出本文的分析架構。在第三節裡，本文將分析近二十年來台灣人口的結構與趨勢，及政府因應人口結構變化所採取的人口政策。第四節探討少子女化和高齡化將如何影響未來的財政，同時本文也將簡單討論地方政府財政可能將面臨的相關財政問題。第五節將著重少子女化和高齡化下的財政政治，第六節則是本文的結論，並將試圖提出可能的改革方向。
第二節  文獻分析和分析架構
(一)文獻分析
    台灣在1993年邁入高齡化社會後，學界便開始針對高齡化進行多方向的研究。1984年台灣的總生育率下降至替換水準以下，但此現象並未引起社會各界的注意。1997年總生育率為1.770人，1998年驟降至1.465人，各界開始認真關注少子女化所造成的影響及其嚴重性，並進行研究。
    在眾多有關人口結構轉變的文獻中，不同領域的學者，關切的主題亦有所不同。教育學界多著重少子女化對各級教育體系的衝擊與因應之道(吳金香、顏士程、王桂卿，民96；鄭依青、劉文玉，民96；段慧瑩，民96；黃能堂，民96；羅綸新，民96)；亦有學者主張應重視高齡教育，以促進高齡者的終身學習、社會網絡和心理健康(朱楠賢，民98)。社會學界則關注如何透過政府政策提升生育率、如何改善婦女面對工作和家庭的兩難處境(唐文慧，民92)和強調幼托與兒童政策(唐文慧，民93；簡慧娟、簡杏蓉，民98)等。對於高齡化的現象，社會學界和公衛學界強調其原因與對策、高齡者的經濟安全保障(石泱，民94；楊孝濚，民94；鄭麗珍、黃泓智，民95；林昭禎，民98)、勞動參與和人口依賴關係(陳信木、林佳瑩，民98)、長期照護和醫療問題等議題(沙依仁，民94；呂寶靜，民98；劉見祥、吳秀玲，民98)。政治學者則研究高齡者的政治參與行為(吳重禮，民98；湯京平，民98)。經濟學者著重人口結構轉變對總體經濟(鍾俊文，民99a)、消費(吳中書、郭迺鋒，民95；詹維玲，民98)、經濟成長(鍾俊文，民99b)、經濟安全(董安琪，民98) 、退休制度與勞動供給(江豐富，民98)等方面的影響。另有學者針對台灣的人口政策進行研究(陳小紅，民93；簡太郎，民96；蔡宏政，民96；朱敬一等人，民100)。
    此外，亦有少數研究將焦點放在人口結構轉變對台灣財政的衝擊上。林正牧(民93)指出高齡人口的增加並非財政惡化的主因，但是此一趨勢的確會導致相關醫療資源和社會福利支出的增加。由於林正牧的研究篇幅過於簡短，並未探討人口結構如何影響台灣財政。
    徐偉初(民95)則是探討老年人口社會服務保障的財務問題，尤其著重退休保險及年金、健康保險和長期照顧三方面。徐偉初強調，為了使老人社會服務保障制度的財務具有永續性，因此必須兼顧確定政府財源、釐清政府與民間部門的財務責任、提升財務責任、促使財務透明和提高生育水準等原則(徐偉初，民95：60-61)。
    張皓鈞(民95)以經建會對民國93年至140年人口的中推計結果，輔以次級資料，推估未來財政收支數據之變化，包括支出面的教育支出、醫療支出和退休撫卹支出，以及收入面的綜合所得稅。張皓鈞透過其推估的財政結果，建議政府在從事國家建設方針和長期性政策規劃時，應考量人口結構因素納入考量，而非僅以經濟景氣變動為主要考慮因素，以免壓垮財政；更重要的是，政府應儘快改善日趨惡化的財政，以減緩債留子孫、代際不公的情況(張皓鈞，民95：114-116)。
    總結而言，學界對高齡化和少子女化趨勢的擔憂，在於未來台灣人口的扶養比將不斷升高。勞動人口的減少，將使政府來自綜合所得稅的收入萎縮；消費人口的減少，影響政府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少子女化固然減少政府的教育支出，然而龐大的銀髮族卻可能為勞退基金、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和國民年金基金帶來財政危機；此外，銀髮族的健康醫療支出和相關社會福利支出將節節上升。
    然而，上述數篇由人口面向探討財政的研究並未將經濟全球化因素納入研究範圍，亦未探討人口結構轉變中和轉變後的財政政治。經濟全球化對未來台灣人口的影響，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是阻力；這可以分由兩個層面進行觀察。首先，雖然有人主張可藉由引進外籍勞工以改善勞動力缺乏的問題，或是以移民政策改善人口高齡化的問題，然而台灣人民也可以赴國外工作，甚至移民他國。其次，伴隨經濟全球化而來的新經濟固然為部分人士帶來超高報酬和前所未有的工作、投資與交易機會，卻也改變工作型態以及人們對工作和婚姻的態度(Reich，2002)。新經濟導致工作不穩定，人們的職業生涯有快車道和慢車道之分，許多人都將小孩視為其需求屬長期性的固定成本，需要穩定的生活；「然而，新經濟既沒有持續性，也沒有穩定性和可靠性」，導致愈來愈多人不想或無法負擔小孩這項固定成本，因此生育率節節下降(Reich，2002：198-199)。
    人口本身就是權力。人口結構和數量的改變，將牽動權力結構的變化。當社會趨於高齡化，不僅是和高齡化相關的議題將備受矚目，高齡人口也將逐漸為自身權益發聲，並在選舉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代際公平(generational equity)將成為高齡化政治裡的爭論的焦點，有限的財政資源也將重新分配，倘若處理不當，則可能演變成代際衝突(Binstock，2010)。然而政治聯盟的形成，未必是依照年齡別，亦有可能按照職業別，因而產生更複雜的政治過程。
(二)分析架構

    人口結構變遷涉及眾多面向，這些面向的結果表現在財政上，呈現出我們所看到的財政收支數據；由於本文為初探性研究，無法面面俱到，諸多疏失在所難免。但本文的目的之一在於促使眾人和政府正視台灣快速的人口結構變遷長期上對國家財政造成的深遠影響，並儘快討論與研擬相關的財政議題，以避免將來社會無法承受人口變遷所帶來的衝擊。
    本文在分析人口結構變遷和相關財政問題上，將先整理近二十年來台灣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和特徵，並研究這段期間政府因應人口變遷而提出的相關政策。在人口結構變遷的背後，尤其是高齡化和少子女化的趨勢，有其經濟和社會因素，也包括經濟全球化的作用，這也是本文探討的焦點之一。倘若政府無法針對這些引起人口變遷的經社因素與背景著手，提出有效的政策，將只是浪費有限的資源，甚至引起更大的災難。
    在分析人口變遷趨勢和相關經社背景後，本文將以經建會對台灣2010年至2060年人口的推估為基礎，試圖釐清人口結構變遷對台灣未來的財政可能造成的不同影響；尤其目前台灣財政問題嚴重，沉痾難解，能否面對由高齡化社會往超高齡社會轉變所產生的財政挑戰，各界多抱存疑態度。此外，人口結構轉變無可避免地將牽動政治議題的重心，不同世代間和不同職業別間，將對政府汲取財政資源以挹注退撫基金的方式造成衝突，也將對財政資源的分配模式產生競爭。更有甚者，不同縣市在扶養比上的差異，將造成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財政壓力；人口較多的縣市，也可能因為擁有相對多的人口數，而獲得較多的統籌分配款。從上述的分析，本文最後一節將試圖提出相關的變革建議。在對政府人口政策建議的背後，則是建立在特定價值觀上，並反映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想像與描繪(王宏仁等，2004：2)，這是本文必須先聲明者。
第三節  台灣人口結構變遷和人口政策，1990-2009

    本節將先分析台灣由1990年至2009年人口結構變化的趨勢，並探討造成人口結構變遷的因素；本節後半部則探究這段期間政府所提出的人口政策，同時研究這些人口政策是否有對症下藥。
(一)人口結構變化，1990至2009年

    台灣在二十世紀裡，人口結構歷經重大轉變，由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逐漸轉變到高出生率與低死亡率；1980年代後，更轉變為低出生率與低死亡率。台灣歷經這三個階段，完成人口轉型(蔡宏進，民99：108-109)。台灣人口轉型其實是在美國東亞地緣政治戰略下的「被壓縮」過程下而完成(蔡宏政，民96)。然而，當前的台灣，卻面臨新生兒日益減少，高齡人口漸增的處境，甚至構成總統所說的國安問題。本文在表1列出1990年至2009年間數個重要人口指標，並說明各項人口數據變化的意義。
    人口學往往以扶養比
做為衡量一國每100位有工作能力的人口應該扶養的依賴人口數。表1的數據顯示，台灣的扶養比在1990年為49.93%，並逐漸下降，2009年的扶養比為36.93%。若將扶養比進一步分為扶幼比和扶老比，即14歲以下人口和65歲以上人口，分別佔15歲至64歲的人口數之比例。1990年的扶幼比為40.61%，2009年則為22.38%，下降幅度約45%。1990年的扶老比為9.32%，2009年為14.56%。扶幼比的下降和扶老比的上升，固然是近二十年來出生人數不斷下降的結果，但對於呈現整體社會人口老化的趨勢，仍顯不夠強烈。因此，本文進一步計算人口老化指數，亦即65歲以上人口佔14歲以下人口的比例。1990年的人口老化指數為22.96%，2009年則上升至65.05%，很顯然地，台灣人口高齡化和少子女化的問題已極為嚴重。人口老化指數的快速上升，不但反映出死亡率的降低，更重要的是出生率急速下降。
    因此，本文接著觀察人口生育層面的變化。表1的數據顯示，1990年的出生人數為335,628人，至1997年則略降至326,002人。1997年至1998年是出生人數的轉捩點，1998年的出生人數驟降至271,450人，到2009年更只有191,310人。是故，台灣的自然增加率，也由1990年的11.34‰，降至2009年的2.07‰。在總生育率
方面，台灣早在1984年，總生育率下降至2.055人，低於人口替代水準的2.100人。1990年的總生育率為1.810人，2003年的總生育率為1.235人，低於1.3人，成為人口學家所稱的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若一個社會人口處於穩定狀態，而其總生育率為1.3人，意味著大約45年後，該社會的人口將減少一半(Kohler, Billari, & Ortega, 2002：642)。2009年，台灣的總生育率只剩1.030人，亦即每位育齡婦女平均一生只生1.03個子女。2010年的數據目前尚未公布，由於2010年為虎年，總生育率必定下降更多。
    在傳統重男輕女觀念作用下，新生兒性別失衡情況嚴重。依照國民健康局對2009年出生通報性比例的統計
，男嬰比女嬰的比例為108.50%。若進一步依照胎次觀察性比例，第一胎的性比例為106.49%，第二胎為108.35%，第三胎更高達120.38%。新生兒性別失衡，將使未來的育齡婦女人數減少，加上理想生育子女數的減少，以後的生育情況會更為惡化。
表1

1990年至2009年台灣人口結構變化比較——扶養比、人口老化指數、總生育率、出生數、自然增加率
	年別
	扶養比(%)
	扶幼比(%)
	扶老比(%)
	人口老化指數(%)
	出生人數(人)
	總生育率(人)
	自然增加率(‰)

	1990
	49.93
	40.61
	9.32
	22.96
	335,628
	1.810
	11.34

	1991
	48.96
	39.23
	9.73
	24.79
	321,932
	1.720
	10.52

	1992
	48.32
	38.23
	10.10
	26.41
	321,632
	1.730
	10.20

	1993
	47.60
	37.12
	10.48
	28.24
	325,613
	1.760
	10.27

	1994
	46.60
	35.79
	10.82
	30.22
	322,938
	1.755
	9.91

	1995
	45.78
	34.65
	11.13
	32.13
	329,581
	1.755
	9.90

	1996
	44.94
	33.55
	11.39
	33.95
	325,545
	1.760
	9.47

	1997
	44.22
	32.60
	11.62
	35.65
	326,002
	1.770
	9.48

	1998
	43.30
	31.47
	11.83
	37.59
	271,450
	1.465
	6.79

	1999
	42.60
	30.56
	12.04
	39.40
	283,661
	1.555
	7.16

	2000
	43.32
	30.05
	12.27
	40.85
	305,312
	1.680
	8.08

	2001
	42.07
	29.56
	12.51
	42.33
	260,354
	1.400
	5.94

	2002
	41.72
	28.94
	12.78
	44.17
	247,530
	1.340
	5.29

	2003
	40.97
	27.95
	13.02
	46.58
	227,070
	1.235
	4.27

	2004
	40.48
	27.16
	13.31
	49.02
	216,419
	1.180
	3.59

	2005
	39.74
	26.14
	13.60
	52.05
	205,854
	1.115
	2.92

	2006
	39.12
	25.21
	13.91
	55.17
	204,459
	1.115
	3.01

	2007
	38.43
	24.30
	14.13
	58.13
	204,414
	1.100
	2.76

	2008
	37.70
	23.34
	14.36
	61.51
	198,733
	1.050
	2.40

	2009
	36.93
	22.38
	14.56
	65.05
	191,310
	1.030
	2.07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二)高齡化與少子女化的原因

    當今高齡化和少子女化趨勢，是由眾多因素互相影響造成的。一般對於造成高齡化趨勢的原因，多認為在於健康與醫療的改善，使壽命延長。陳寬政(民98：10-11)則提出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台灣人口老化原因並非壽命延長而使老年人口數量增加；相反地，是因為日治中期至1980年代止，死亡率下降與平均餘命上升的主因是嬰幼兒死亡率下降，促使人口結構年輕化。1980年代中期後，嬰幼兒與青壯年人口的死亡率已接近零，沒有改進空間，因此人口死亡率持續下降的主要成份逐漸移至老年人，形成加速人口老化的動力。在此同時，高等教育的擴張使愈來愈多婦女進入就業市場，並使年輕育齡婦女停止生育。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加上年輕育齡婦女停止生育，這兩股力量的合流，加速人口老化的現象。

    學界提出多種造成少子女化的原因，本文僅簡單列出四個較重要的原因。第一，台灣長期推動家庭計畫，導致生育率下降(孫得雄，民98：46)。第二，高等教育的擴張，使教育年限延長，也推遲育齡婦女的生育年齡。愈來愈多婦女完成高等教育後，進入就業市場，勞動參與率因而提高，進一步延後結婚和生育的年齡。就長期觀察的結果，育齡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愈高，總生育率愈低(行政院經建會，民98：23-24)。按照主計處的資料
，1989年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45.4%，2009年提高為49.6%。1990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為29.0歲，女性初婚平均年齡為25.8歲(內政部，民97：13)。依據內政部統計處的數據，2009年結婚者的平均年齡，男性為33.9歲，女性為30.3歲；若是觀察初婚者的平均年齡，男性為31.6歲，女性為28.9歲(內政部統計處，民99)。1990年，第一胎平均生母年齡為25.4歲，2009年則為29.3歲(內政部戶政司，民99)。顯然晚婚和晚育已成為當前人口趨勢，甚至不婚和離婚率增加也都對少子女化造成影響。駱明慶(民 96：51-52)認為總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婦女有偶率的下降，他指出1995年至2005年間快速下降的總生育率，有85%是20歲至29歲婦女有偶率下降造成的。
    第三，經濟因素也是造成少子女化的原因之一，並可以由兩個層面進行討論。首先，在經濟全球化的作用下，工作不穩定似乎成為常態，非典型就業的盛行，導致人民未必能擁有穩定的所得，甚至淪為窮忙族(working poor)，因而不敢生小孩。尤其，一再發生的經濟衰退，導致失業率上升，也會促使總生育率下降(Sobotka, Skirbekk, & Philipov, 2010)。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後，數個東亞國家的總生育率陡然下降(Goldstein, Sobotka, Jasilioniene, 2009：682)。此外，高科技業裡「責任制」的濫用，使勞工工時增加，因而無力生養下一代，因此也被人批評是造成少子女化的原因之一。其次，對當代家庭而言，托育成本和教育成本
都是長期且沉重的經濟負擔，更何況在都會區房價高漲，年輕雙薪夫婦可能貸款購屋後，就缺乏額外經費生養子女。行政院主計處於2010年7月進行的「99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 有35.97%的25歲至49歲未婚女性
，表示「能有穩定的工作及收入」，可提升其結婚意願(行政院主計處，民99：2)。15歲至49歲有偶同居想(再)生育者中，30.93%的受訪者表示「給予6歲及以下托育費用補助」可提升其生育意願，29.28%的受訪者表示「發放生育(育兒)津貼或教育津貼」可提升其生育意願(行政院主計處，民99：4)。
    第四個原因則涉及觀念層面。在婦女接受高等教育並進入職場後，獲得經濟自主性和成就感，其對家庭的觀念和看法也可能產生變化。傳統上，生兒育女的主要工作與責任，往往落在婦女身上。職業婦女如果不願為了小孩辭去工作
，則必須蠟燭兩頭燒，在工作和育兒間忙碌。年輕女性未必願意承擔如此重責大任
，因此有的拒絕進入婚姻，有的希望在職場上多打拚幾年再進入婚姻和生兒育女的階段
。此外，有些人可能因為天災人禍不斷發生，因此不願意生小孩(鍾俊文，民93：14)。
(三)政府的人口政策
    台灣人口從總生育率低於替代水準、邁入高齡化社會，演變到今日的超低生育率，在這二十多年裡，究竟政府對於人口結構的變化抱持怎樣的態度？提出哪些人口政策？
    1984年，台灣的總生育率降至替代水準以下，並未引起政府的重視，依然認為台灣人口過多，並持續提倡節育措施。直到1988年6月，國民黨中常會決議改變人口政策，主張由強調節育與降低人口增加率，改為主張維持台灣地區人口適當增加率，從此台灣人口政策發生重大轉向，但是政府並未採取較積極的措施。直到1992年10月，行政院修正核定「中華民國人口綱領」和「加強推動人口政策方案」，將推行目標由「緩和人口成長」，修改為「維持人口合理成長」(蔡宏政，民96：98-99)。
    直到1998年起，總生育率急轉直下，政府才開始認真面對高齡化和少子女化的嚴重性。2006年，行政院修正核定「中華民國人口綱領」，並針對少子女化、高齡化和移民三項議題，指示內政部等相關機關擬訂人口政策白皮書。政府又於2008年提出「人口政策白皮書」，分別針對少子女化、高齡化和移民提出不同的對策。
    各種因應未來高齡社會甚至超高齡社會下，老人的經濟安全、醫療健康問題、長期照護體系、高齡者社會住宅等議題，逐一成為檯面上討論的公共政策。在有關高齡者諸多議題中，最受重視的是財源籌措的問題，尤其是長期照護制度需要龐大的財源，到底由誰負擔，至今未見明朗。隨著人口老化速度加劇，長期照護議題更形重要，如果不儘快完善規劃，將產生眾多社會問題。在少子女化趨勢下，未來成年子女照顧年邁甚至生病、失智父母的負擔更大。若是獨居或無子女的高齡者，更面臨乏人照顧的處境。
    針對少子女化，中央、各縣市和直轄市政府採取各種經濟支持措施，希望減少育兒的經濟負擔；此外，政府也從職場著手，提供產假、育嬰假等友善家庭的職場環境。有關政府對高齡化和少子女化所採取的措施甚多，已有許多學者對此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言。但是，眾多措施似乎仍無法阻止生育情形的持續下滑。
    在「人口政策白皮書」中，針對少子女化的章節裡，其所提出的思維與對策，指出「少子女化對策制定的基本思維在於提高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並提出平衡家庭與工作的作法」(內政部，民97：57)，所以目前政府所採取的部分措施在於「減輕女性在工作與家務間的衝突」(內政部，民97：36)。顯然地，政府仍舊假設女性是主要的生育和照顧子女者，這種假設是目前社會普遍存在的事實，也是傳統觀念上對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角色的期待，也正是這種觀念與期待導致部分年輕女性不敢踏入婚姻，也不願生育子女。
    本文前面未提到人口組成與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要素──遷移。遷移又分為移出和移入。在移入的部分，又分為經濟性移入人口和非經濟性移入人口。台灣的移入人口以非經濟性移入人口為主，其中又以外籍配偶為主。在「人口政策白皮書」中，提及自1987年至2007年底間，外籍配偶的人數為39萬9,038人，其中，女性佔了九成以上(內政部，民97：31)。為數眾多的女性外籍配偶，反映出台灣兩性在觀念上與發展上的差異日漸擴大，導致部分經社地位較差的男性，只好往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尋求配偶。但是外籍配偶和新台灣之子卻在社會層面產生適應的問題，而政府只是努力希望她/他們融入台灣社會與文化，卻不是鼓勵多元文化的存在。
    目前全球有若干國家面臨超低生育率的處境，但是超低生育率並不代表一國的生育趨勢毫無反轉的機會。根據Goldstein等人的研究，多數長期處於超低生育率的國家，自2000年至2008年，其生育率出現穩定成長的趨勢(Goldstein et al., 2009：664)。政府或許可以藉由制度設計和誘因，由改善生育步調著手，或是透過較積極的經濟移民政策，使總生育率微幅增加，或至少不要繼續下跌，但是不能樂觀期待能完全扭轉人口老化的趨勢。
第四節  高齡化與少子女化可能造成的財政影響──兼論地方政府人口與財政問題
    經建會(民99)對2010年至2060年台灣人口的推計數據顯示，台灣的總人口趨勢、三階段年齡人口結構、扶養比、人口老化指數等，都將產生重大變化。本文以下對2010年至2060年人口變化的簡短說明，均採取經建會對的中推計數據。在中推計之下，台灣總人口趨勢由2010年2,316.5萬人，逐年增加，最高峰出現在2022年，達2,344.6萬人，之後逐年減少，至2060年減至1,883.8萬人。人口成長率在2010年為正成長2.0‰，至2060年則為負成長11.6‰(經建會，民99：9)。
    表2顯示的是2010年至2060年三階段年齡人口的推計數和其百分比。2010年，14歲以下人口數為363.4萬人，佔總人口的15.7%。至2060年時，14歲以下人口數降至175.5萬人，佔總人口的9.4%。65歲以上的人口數，在2010年為248.6萬人，佔總人口的10.7%；2060年時，增加至784.4萬人，佔總人口的比例高達41.6%。
表2
2010年至2060年三階段年齡人口推計數及其百分比
	年別
	年底人口數(千人)
	年齡分配百分比(%)

	
	0-14歲
	14-64歲
	65歲以上
	0-14歲
	14-64歲
	65歲以上

	2010
	3,634
	17,046
	2,486
	15.7
	73.6
	10.7

	2015
	3,030
	17,382
	2,942
	13.0
	74.4
	12.6

	2020
	2,726
	16,898
	3,813
	11.6
	72.1
	16.3

	2030
	2,503
	15,115
	5,683
	10.7
	64.9
	24.4

	2040
	2,243
	13,277
	6,985
	10.0
	59.0
	31.0

	2050
	1,922
	11,078
	7,935
	9.2
	52.9
	37.9

	2060
	1,755
	9,219
	7,844
	9.4
	48.9
	41.6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99)。2010年至2060年臺灣人口推估(頁14)。台北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在上述對未來五十年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簡短分析後，本文在表3進一步呈現未來五十年人口老化概況和扶養比的變化。2010年的人口老化指數為68.4%，年齡中位數為37.3歲，扶養比為35.9%。若將扶養比細分為扶幼比和扶老比，2010年的扶幼比為21.3%，扶老比為14.6%。2060年，人口老化指數增加為441.8%，年齡中位數為59.5歲，扶幼比為19.3%，扶老比為85.1%，扶養比高達104.3%。倘若台灣人口結構的變化真的依循經建會的中推估計算發展，2060年的社會面貌恐怕不是今日的我們所能想像的。如果，未來台灣人口發展走勢是按照經建會的高推計發展，2060年的扶養比將是103.4%，人口老化指數為344.8%(經建會，民99：28)。萬一，人口趨勢是照經建會低推估數據發展，2060年的扶養比將是107.1%，人口老化指數更高達748.7%(經建會，民99：36)！人口減少，對環境固然是好事，但是其所帶來的財政壓力卻不能等閒視之。既然少子女化和高齡化是目前與未來的人口結構轉變的趨勢，我們如何在今日儘快設想可能的情況，並在制度上進行完善的規劃，應是當務之急。
表3
2010年至2060年人口老化指數、年齡中位數和扶養比
	年別
	人口老化指數(%)
	老年人口與幼年人口之比
	年齡中位數
	扶養比(%)
	老年人口與青壯年人口之比

	
	
	
	
	合計
	扶幼比
	扶老比
	

	2010
	68.4
	1:1.5
	37.3
	35.9
	21.3
	14.6
	1:6.9

	2015
	97.1
	1:1.0
	40.0
	34.4
	17.4
	16.9
	1:5.9

	2020
	139.8
	1:0.7
	42.9
	38.7
	16.1
	22.6
	1:4.4

	2030
	227.1
	1:0.4
	48.5
	54.2
	16.6
	37.6
	1:2.7

	2040
	311.4
	1:0.3
	53.1
	69.5
	16.9
	52.6
	1:1.9

	2050
	412.9
	1:0.2
	56.8
	89.0
	17.3
	71.6
	1:1.4

	2060
	441.8
	1:0.2
	59.5
	104.3
	19.3
	85.1
	1:1.2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99)。2010年至2060年臺灣人口推估(頁18和頁20)。台北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因此，本節第一部分將先分析高齡化對台灣財政可能造成的財政影響，其次分析少子女化可能為台灣財政帶來怎樣的衝擊。第三部分則觀察目前各縣市政府人口年齡結構，尤其是在各縣市經濟與產業結構的差異下，部分縣市人口老化問題相對較嚴重。
(一)高齡化下的財政衝擊
    目前許多人提到人口老化，彷彿看到毒蛇猛獸，避之唯恐不及。事實上，凡人都會老，現在的高齡者也曾經年輕過，也曾經為社會奉獻過，只是隨著歲月逝去，體力、精神逐漸衰退，活得愈久，愈可能面臨貧窮。我們應該以體諒的心情看待與對待高齡者。人口老化的可怕之處，在於當社會老化的速度過快，各種相關制度和社會都來不及適應與面對，眾多社會問題隨著社會日趨高齡化而爆發，導致社會混亂與失序。當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消失，扶養比提升到50%以上，勞動力年齡結構的問題將逐漸浮現。根據經建會的中推估，台灣的人口紅利將在2027年結束，此後將進入高度人口依賴負擔階段(經建會，民99：20)。從現在到2027年，只剩16年，在面對人口老化快速的社會時，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在政策、財政和心理上做好準備？陳信木和林佳瑩(民98：91)指出，台灣長期以來，雖然男性勞動參與率逐漸下降，女性勞動參與率逐漸上升，但是整體而言，進入勞動市場年齡延後，退出勞動市場的年齡卻提前，加上國人平均餘命增加，導致社會扶養高齡依賴人口的壓力增加。
    雖然許多國家均面臨步調不等的人口老化問題，但是對於未來超高齡社會的面貌與可能發生的問題，均是目前推論或設想出來的。在財政面向上，最常被提及的是，當一個社會日趨高齡化，將使政府稅收減少和支出增加，以及工作人口的經濟負擔增加。在稅收減少方面，由於工作人口的減少，導致政府能課徵到的綜合所得稅也將減少。Lee與Mason(2010)認為生育率的降低，使得用於每個小孩的人力資本支出增加，或許能減少或延緩因人口老化所產生的經濟成長問題
。然而，目前全球化對台灣勞動市場造成負面影響，導致失業問題結構化
、非典型就業日益盛行，以及勞動所得分配惡化(辛炳隆，民99)，因此未來工作人口所得的成長未必能彌補因高齡人口退休而使政府減少的綜所稅稅收。退休人口用於食品、衣著與運輸通訊上的消費也會減少(詹維玲，民98：150)，進而影響相關行業的營業稅和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
    在支出增加方面，龐大的高齡人口所涉及的財政支出，可以由兩個層面觀察：一是經濟安全，二是健康議題。在經濟安全層面，高齡人口可以領取保險類和年金類，包括領取軍公教退撫基金、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勞工退休給付(新制及舊制)、私校退撫基金；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整理2007年的數據顯示，領取保險和年金的高齡者，合計34.7萬人，佔65歲以上人口的14.8%(行政院主計處，民98：94-95)。其他高齡人口則可能領取低、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榮民就養給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敬老福利津貼，四項領取中央政府津貼者合計176.9萬人，佔65歲以上人口的75.5%(行政院主計處，民98：95)。此外，尚有各縣市政府自行加碼的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敬老福利津貼，和重陽敬老禮金及三節禮金。2008年，政府開辦國民年金，希望進一步保障未納入社會保險體系者的老年經濟生活。
    然而，隨著高齡與退休人口的增加，上述領取各類年金、保險和津貼者的人數也隨之增加，金額也將逐年攀升。以2007年為例，高齡者社會給付支出金額為6,089.9億元，佔當年社會安全支出的48.9%。這些社會給付以現金給付為主，金額為6,039.3億元；其中，有4970.2億元用於年金和保險，佔現金給付的82.3%，其他的則屬於福利服務，連縣市政府自行加碼的金額在內，金額為1069.1億元，佔17.7%(行政院主計處，民98：93-94)。若我們將領取社會安全者分為兩類：領取年金與保險類社會給付者和領取福利服務類社會給付者；接著將二者給付金額佔現金給付金額的比例和佔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進行比較，前者佔65歲以上人口的14.8%，在給付金額上卻佔82.3%；後者佔65歲以上人口的75.5%，在給付金額上只佔17.7%。顯然有七成五的高齡者在經濟生活上，如果沒有子女奉養或其他經濟來源，只能依靠政府財政資源，至於另外有一成的高齡者並未領取任何年金、保險與津貼，其經濟生活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只能簡略推論高齡者的經濟生活差異可能很大。
    各種退撫基金的財務能否在即將來襲的老年潮中長久撐下去？銓敘部長張哲琛曾表示，由於軍公教人員退休年輕化，導致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可能在民國120年出現破產危機(洪哲政，民99)。2008年才開辦的國民年金，財務狀況也不甚理想。同樣地，各類津貼的給付金額也將不斷增加。以目前台灣的財政狀況，恐怕難以面對未來的高齡社會，更遑論超高齡社會。
    在高齡人口的健康方面，高齡者隨著年齡增長，各種慢性病、退化性疾病，甚至失智和失能，都會逐漸出現。即便沒有明顯疾病者，也會面臨體能減退，活動能力逐漸衰退的情形。因此，保健醫療支出便成為高齡者重要的支出項目，同時也是影響老年經濟安全中的重要影響因素(鄭麗珍、黃泓智，民95：64)。台灣有全民健康保險，而使民眾的醫療支出得以下降，但是對高齡者而言，醫療支出只會愈來愈高。以2007年為例，65歲以上保險對象佔全部保險對象的10.1%，但是其醫療費用佔全部的36.2%(劉見祥、吳秀玲，民98：121-122)。在健保財務一直未能處於健全的情況下，隨著人口結構日益老化，健保費率勢必要一再調升，否則將面臨破產。
    隨著人口老化而延伸出的另一個有關健康的議題，則是長期照護問題。台灣有許多高齡失能者和失智者需要有人長期進行24小時的照顧與料理日常生活，這對高齡者的家庭而言，不但是沉重的經濟壓力，更是長期性的身心壓力。因此，長期照護制度與體系成為快速老化的台灣社會最迫切的需求。由財政面觀察，長期照護制度的運作，必然涉及龐大的財政資源，財源如何籌措？是合併至健保中，抑或自成一保險體系？政府稅收是否補助？給付哪些項目？有關長期照護的財政設計，不但涉及專業層面，也涉及政治層面。行政院院會在2011年3月31日通過「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已送至立法院審議。該草案未來在立法院中必將遭遇各種政治壓力，不知何時能三讀通過。
    本文表3的數據顯示，2010年老年人與青壯年人口的比例為1:6.9，亦即6.9個工作年齡人口扶養1個老年人；2060年，此一比例為1:1.4，1.4個工作年齡人口要養1個老人。在工作安全感愈來愈弱化的全球化時代，能否養得起超高齡社會？這不僅是各國的課題，更是台灣迫切的危機。
(二)少子女化下的財政衝擊
    最先受到少子女化趨勢影響的是和懷孕、生產與嬰幼兒相關的產業，例如婦產科、小兒科、婦嬰用品、幼教產品、托兒所和幼稚園等相關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隨著新生兒的減少，數年後影響到國民教育體系，國民小學每年都面臨減班的處境，超額教師和流浪教師的問題日益嚴重。接著，減班、併校的問題一路往上蔓延至國中、高中、技職教育體系，乃至部分大學科系招不到足額新生。
    根據經建會的中推估，未來10年和20年，6歲進入小學之人口，預估將較目前分別減少4.3萬人(19.4%)、5.3萬人(23.9%)；12歲進入中學之人口，預估將較目前分別減少7.8萬人(29.3%)、9.6萬人(36.1%)；18歲進入大學之人口，預估將較目前分別減少7.3萬人(23.0%)、13.6萬人(42.8%)(經建會，民99：15)。因此，各級學校將陸續減班、裁減教師名額。目前過多的大學院校也勢必要有退場機制。學生數的減少，固然能使政府的教育支出下降，但是公立學校因為學生數減少而導致教師提早退休，或是政府提出的優退措施，也將增加政府的退撫支出。
    勞動力短缺是另一個在討論少子女化時常被提及的問題。在人口轉型的第二階段，生育率的下降，使扶養比下降。青壯人口不必扶養成群的小孩，可以較專注於工作，有助於儲蓄和經濟成長。2010年，1,704.6萬的工作年齡人口中，以25至34歲年齡組佔的比例最高，為23.0%。照經建會的中推估，2060年時，工作年齡人口減為921.9萬人，55歲至64歲年齡組佔28.2%最高，其次則是45歲至55歲年齡組的20.9%；兩者合計達工作年齡人口的49.1%(經建會，民99：16)。因此，長期來看，少子女化不但造成勞動力的減少，也使勞動力年齡結構趨於高齡化。勞動人口的減少，在綜所稅稅率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勞動力所得沒有大幅增加，將使政府的綜所稅稅收減少。人口減少，也將使消費隨之減少，營所稅和營業稅等稅收也將萎縮。
    政府面對少子女化問題，提出各種對策，期望能改善國內生育情形。其中，包括各種補助與津貼，這也將增加政府支出。目前生育津貼是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規定與發放，因此發放限制、方式與金額也各有不同。台灣現行制度中，只有發放幼兒教育券、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助和原住民幼兒托教補助台灣目前尚未有普遍性的育兒津貼，對於請育嬰假者的薪資補助也都以政府財政困難而仍在研議中。
    2008年行政院核定「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就業者一般家庭每名幼兒每月補助3,000元，就業者弱勢家庭每名幼兒每月補助5,000元。非就業者弱勢家庭臨時托育費用，每名幼兒每月最高補助2,000元。至2010年底為止，共補助4萬8,511人，金額為9億4,356萬餘元。
    倘若台灣的生育情形持續惡化，政府可能會提出更多經濟誘因的鼓勵生育政策，政府支出也會隨之增加。根據國外學者的研究，政府所提出的鼓勵生育政策和總生育率的起伏沒有明顯的關係；有些國家的政策確實能提升生育率，也有國家未提出鼓勵生育政策，但是生育率卻上升，更有國家提出鼓勵生育政策，生育率未見提升(Goldstein, Sobotka, Jasilioniene, 2009：685-687)。因此，對症下藥才可能改善症狀。如果今日台灣生育率下跌，主要是因為經濟環境和財務狀況不佳，年輕人想生小孩卻怕養不起，以經濟誘因鼓勵生育可能會有效果。但是治標不治本，本文認為在此情況下，改善工作條件和穩定度，提升經濟安全感，效果可能會比發放津貼和補助佳。倘若低生育率起因於年輕人觀念的改變，例如有些人打算不婚不生，則再多的經濟誘因恐怕也無濟於事。
(三)各縣市政府人口年齡結構
    各縣市由於地理條件、經濟產業結構的不同以及台灣不同階段經濟發展的重點不同，造成人口在各縣市間遷徙，進而導致各縣市人口在年齡結構上的差異。表4的數據呈現2010年底各縣市在三階段人口年齡結構的比例，以及各縣市的依賴人口比例和扶養比。此外，本文必須說明的是，由於2010年12月進行五都縣市合併，因此表4將原本內政部戶政司網站提供的資料進行整理，台北縣改為新北市，為因應縣市合併而將合併縣市人口合併計算：台中縣和台中市、台南縣和台南市、高雄縣和高雄市。
    0至14歲年齡層佔全部人口比例最高的是新竹市，第二是新竹縣，第三是桃園縣。新竹市的生育情況較佳，2009年的生育率在各縣市中僅次於連江縣。新竹市擁有高生育率，原因除了新竹市政府以高額的生育補助
鼓勵生育外，新竹市有新竹科學園區，吸引不少外地年輕人口遷居，而其經濟狀況較佳，有能力生養小孩。新竹縣的情況也類似新竹市，其地理位置離竹科較近，每胎也給予一萬元的生育津貼。扶幼比最高的三個縣市分別為新竹縣(27.04%)、新竹市(26.76%)和桃園縣(24.66%)。
    65歲以上人口佔全部人口最高的縣市是嘉義縣，比例為15.65%，其次是雲林縣的15.04%，第三是澎湖縣的14.48%。因此，同樣的，扶老比最高的也是這三個縣。扶老比較高的縣市，是農業縣，可能年輕人不願務農或缺乏工作機會而外移至其他縣市工作，留下高齡人口在家鄉。
    在扶養比方面，最高的三個縣市分別為雲林縣(43.29%)、新竹縣(42.98%)和嘉義縣(42.15%)。經由前述扶幼比和扶老比的比較，可知雖然這三個縣的扶養比偏高，但是其蘊含的意義卻不盡相同。新竹縣的高扶養比，是幼年人口較多造成的。雲林縣和嘉義縣的高扶養比，卻是人口老化造成的。若由人口老化指數觀察各縣市人口老化的情形，表4顯示人口老化最嚴重的三個縣市為嘉義縣(111.79%)、澎湖縣(106.63%)和雲林縣(99.14%)。嘉義縣和澎湖縣的高齡人口比幼年人口還多。

表4
2010年底各縣市人口年齡結構和扶養比
單位：%
	縣市別
	0-14歲比例
	15-64歲比例
	65歲以上比例
	依賴人口比例
	扶養比
	扶幼比
	扶老比
	人口老化指數

	宜蘭縣
	15.26
	71.64
	13.10
	28.36
	39.59
	21.30
	18.29
	54.99

	桃園縣
	18.15
	73.61
	8.24
	26.39
	35.85
	24.66
	11.19
	45.40

	新竹縣
	18.91
	69.94
	11.15
	30.06
	42.98
	27.04
	15.94
	58.96

	苗栗縣
	15.73
	70.87
	13.40
	29.13
	41.10
	22.20
	18.91
	85.19

	彰化縣
	16.27
	71.64
	12.09
	28.36
	39.59
	22.71
	16.88
	74.31

	南投縣
	14.82
	71.63
	13.56
	28.38
	39.62
	20.69
	18.93
	91.50

	雲林縣
	15.17
	69.78
	15.04
	30.21
	43.29
	21.74
	21.55
	99.14

	嘉義縣
	14.00
	70.34
	15.65
	29.65
	42.15
	19.90
	22.25
	111.79

	屏東縣
	14.53
	72.84
	12.63
	27.16
	37.29
	19.95
	17.34
	86.92

	台東縣
	15.35
	71.60
	13.05
	28.40
	39.66
	21.44
	18.23
	85.02

	花蓮縣
	15.04
	72.44
	12.52
	27.56
	38.05
	20.76
	17.28
	83.24

	澎湖縣
	13.58
	71.94
	14.48
	28.06
	39.00
	18.88
	20.13
	106.63

	基隆市
	14.16
	74.82
	11.02
	25.18
	33.65
	18.93
	14.73
	77.82

	新竹市
	19.13
	71.48
	9.39
	28.52
	39.90
	26.76
	13.14
	49.09

	嘉義市
	17.43
	71.59
	10.98
	28.41
	39.68
	24.35
	15.34
	62.99

	台北市
	14.65
	72.67
	12.67
	27.32
	37.59
	20.16
	17.43
	86.48

	新北市
	15.04
	76.69
	8.27
	23.31
	30.40
	19.61
	10.78
	54.99

	台中市
	17.23
	74.09
	8.69
	25.91
	34.98
	23.26
	11.72
	50.41

	台南市
	14.53
	73.87
	11.60
	26.13
	35.38
	19.67
	15.71
	79.83

	高雄市
	14.75
	74.96
	10.29
	25.04
	33.41
	19.68
	13.73
	69.78

	金門縣
	13.21
	74.81
	11.99
	25.20
	33.69
	17.66
	16.03
	90.76

	連江縣
	14.48
	76.09
	9.43
	23.91
	31.42
	19.03
	12.39
	65.12

	總計
	15.65
	73.61
	10.74
	26.39
	35.85
	21.26
	14.59
	68.63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並經計算而得。
同樣是扶養，養一個老人的成本和養一個小孩的成本卻大不同。小孩的養育成本，雖然被Reich視為是長期的固定成本，但是在他/她們成人後，可以進入就業市場，從事各種經濟活動。隨著現代人的壽命愈來愈長，人處於老年期的時間也增加，高齡者健康與醫療議題日益受重視，如何有尊嚴地渡過人生的晚年也益形重要。整體社會對此要付出的資源只會逐漸增加，不會減少。在少子女化趨勢未見減緩，以及學界對老人照顧強調在地老化的情況下，高齡者的比例多寡對各縣市政府從財政、社工、社會福利、醫療機構、長期照護機構和相關資源與制度的安排，都是不可忽視的挑戰。

對各縣市政府而言，人口，是權力，也是壓力。在人口是權力方面，人口較多的縣市，其代表的權力也愈大。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為例，分配給直轄市及準直轄市之縣的普通統籌分配稅款，其分配指標及權數中，「各該直轄市及準用直轄市之縣最近一年底轄區之人口數占全部直轄市及準用直轄市之縣人口合計數之百分比，權數占百分之二十」(「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分配給縣的普通統籌分配稅款中的基本建設經費，其分配全部縣(市)之總額，亦有按照人口數並給予權重，計算各該縣(市)分配額度，納入其基準財政需要額：「各該縣(市)轄區之人口數占全部縣(市)人口數之百分比，權數占百分之三十五」(「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一款)。因此，各縣市政府都希望能增加轄區內的人口數，以做為爭取經費的籌碼之一。目前鼓勵生育所發放的生育津貼和補助，都是由縣市政府規劃與發放，部分縣市政府使出渾身解數，競相發放生育津貼，除了刺激生育，更希望吸引年輕人口設籍居住。
在人口是壓力方面，如同前述，人口老化較嚴重的縣市，多是農業縣，本身就業機會較少，容易造成工作年齡人口的外流，生育率更難以提升。經濟活動不活絡，也使這些農業縣的稅課收入不多。高齡人口的增加，代表相關社會福利支出的增加，但是稅收的增加未必能趕上高齡化的速度，農業縣的財政壓力更大，甚至可能造成惡性循環。

在縣市合併五都改制後，五都以外的縣更擔憂人口外流的問題。就長期而言，縣市合併五都改制是否會造成五都以外的縣人口老化程度更加嚴重，仍有待進一步觀察與研究。無論如何，少子女化和高齡化對各縣市政府都是迫切的壓力，需要儘快提出對策面對長期的人口挑戰。城鄉差距的擴大，更需要中央政府儘早進行調整，以免造成「一個台灣，兩個世界」。

第五節  少子女化與高齡化下的財政政治
    目前台灣財政政治的焦點，正處於資本和社會間的競爭，亦即資本累積和政治正當性間的矛盾上(洪菁珮，民98)；人口結構轉變所造成的財政議題，尚未成為財政政治的主戰場。隨著台灣人口結構轉變的加速，對於有限的財政資源如何分配，以及如何汲取財政資源以做為高齡社會的財政後盾，不同世代間對相關財政議題的歧見，將日益擴大，甚至產生衝突，並將成為未來財政政治的主軸。
    目前台灣財政最大的問題，在於財政赤字和債務過高，尤其在金融海嘯爆發後，整體財政進一步惡化
。在財政惡化的情況下，政府是否有能力與財力處理高齡化和少子女化所引起的種種問題和財政負擔，頗令人擔憂。以歐洲國家為例，歐洲高齡化的問題由來已久，金融海嘯直接引爆部分國家的財政危機，而政府不得不刪減年金給付的金額和延後退休年齡。此舉引起部分國家內部的抗議示威聲浪，造成政治上的動盪不安。有的國家，例如西班牙，甚至刪減育兒津貼。台灣對歐洲國家這三年政經上的變局必須引以為鑑。
    有關人口結構變遷下的財政政治，可以從以下數個層面進行討論。

(一)因社會保險財務問題而引起的政治問題

    目前政府對於政府債務的計算，並未將勞工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和軍公教人員保險等社會保險類的財務狀況計入，因而引起諸多爭議。除了前述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可能在二十年後破產，勞工保險的財務狀況也不理想。按照行政院勞委會勞保局委託的研究報告「98年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在現行制度規定下，勞保基金資產累積餘額將於民國120年出現虧損(蔡惠玲，民99：48)。倘若這兩項保險基金同時破產或發生嚴重的財務危機，將影響已退休者的經濟生活，也影響眾多仍在工作、繳費多年的被保險人之權益，更將引起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抗議與示威遊行。依照「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八條的規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若發生無法支付的情形，除了調整費率外，政府必須撥款補助，政府必須負最後支付責任
。
    同樣地，2008年才上路的國民年金保險，也面臨財務問題。除了提高費率，內政部欲以提高營業稅率一個百分點，挹注國民年金財源，經濟部和經建會卻擔心提高營業稅會衝擊產業並造成物價上漲。如果國民年金財務出現問題，政府也須負最後支付責任。政府所負的社會保險最後支付責任，最終將轉嫁到全民身上，由全民負擔。
    當某種社會保險出現財務危機時，利害相關者必定會出面維護自身權益。除了退休者外，仍在職繳納費用者亦會挺身而出，捍衛自己未來退休後的領取退休金的權益。因此，同一類職業者(在職者和退休者)將聯手要求政府以財政手段協助度過難關。然而，除去該社會保險的被保險人，一般大眾未必願意以增稅的手段協助有財務危機的社會保險基金。例如，保障無工作者的國民年金，雖然政府依法可以提高營業稅率，挹注其財源，但是工商業者反對此項措施，認為這將增加營運成本。因此，被保險人和工商業者間產生政治上的衝突，並在立法過程中進行檯面上和檯面下的角力。
    如果政府欲以提高綜合所得稅率來彌補社會保險的財務問題，以現行綜所稅的規定，約有七成的綜所稅是由薪資領取者負擔，將又引發更大的政治風波。政府若欲提高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工商業者的反彈和以出走要脅，更不可能實施。
 (二)代際公平和代際互賴
    內政部公布的「人口政策白皮書」裡，在「願景」一章中寫著：「……隨著這些對策與措施的落實，我國社會將展現少者懷之壯有所用、老者安之生活幸福、詳和社會安定繁榮與國力提昇永續發展的現代化福利國」(內政部，民97：127)。顯然，福利國的圖像是引導白皮書裡規劃人口政策的重要意識形態。但是，福利國家需要的財政資源由何而來？由誰負擔？如何分配？
    隨著高齡者人數的增加，高齡者的政治勢力和影響力將逐漸成為政治上的主要勢力。在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下，政治人物更不敢輕忽高齡者的意見與利益。    吳重禮(民98)曾研究在1989年、1992年、1995年、1998年和2001年歷屆立法委員選舉中，不同年齡群的投票參與程度。研究結果發現，年齡愈高，投票率也愈高，65歲以上高齡者的投票率最高。雖然吳重禮並未研究不同年齡群所關心的議題取向，但是隨著高齡人口比重的增加，其政治影響力和勢力也將逐漸攀升。

    當戰後嬰兒潮度過其中年，邁向老年期，其退休前所累積的財富和經歷，將更關注與自身密切相關的議題，尤其退休後他/她們有更充裕的時間持續關心有關高齡者的公共議題。台灣目前尚未像美國有高齡者的政治利益團體，但是未來有可能形成，甚至推出他/她們在立法院的代言人，以確保自身的利益。湯京平(民98：190)亦曾悲觀地指出，人口高齡化將使自利型政治活動增加，導致利益團體尋租競爭激烈；新興民主政體由於缺乏市民社會和法治基礎，因此情況會更嚴重。
    高齡者的增加，直接影響退休年金和相關社會福利的議題，也涉及不同世代間資源的移轉在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的社會保險之下，目前工作者所繳納的保費，直接用於支付目前的高齡人口。這種作法，不但容易因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而影響財務結構，也將加重工作年齡人口的負擔，因而引起反彈。因此，有些國家改採完全提存準備制(fully funding)或部分提存準備制(partial funding)，由政府和被保險人分別負擔比例不等的經費。
    目前台灣在退休金制度上，勞工退休金新制採取強調自助式的、而非跨代互助的確定提撥制，由雇主和勞工共同撥款負擔；公務人員退撫新制採取的是政府和公務人員共同撥款負擔的完全提存準備制。其他的退休金制度多採取部分提存準備制和確定給付制。
    在高齡者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方面，其所需的經費主要透過課稅而來，而主要的繳納者仍是工作年齡人口。這也可能造成代際衝突，尤其是當年輕世代的工作穩定性逐漸弱化，非典型就業趨勢日增，甚至失業率增加，年輕世代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可能不願也不能供養愈來愈多的高齡者。他/她們可能比較希望將資源花在自己身上，或是進行儲蓄；若是有未成年子女的年輕世代，也可能比較希望將資源運用在子女身上。
    全民健保的財務問題也將因為高齡化而使支出倍增，只要涉及增加保費的敏感議題，免不了掀起各種論爭。在工作人口減少，而平均薪資沒有大幅提升的情況下，未來健保財務赤字只會不斷增加
。
    因此，未來財政政治上的衝突，除了前述的以職業別作為劃分界線，也可能是以世代作為衝突的劃分界線。相形之下，未成年人口沒有投票權，似乎無法爭取自身權益。然而，未成年人口的父母能以投票或其他政治參與方式，為子女爭取與保障權益。年輕世代的父母不但要求政府提出相關的生育、托嬰和托育津貼，更強調托嬰和托育的品質，以及國民教育的水準；後者所需要的經費可能比前者所需的經費更多。兒童貧窮的問題也需要受到重視，因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兒童，可能影響其一生的發展與經濟地位。
    當前台灣政府財政惡化嚴重，未來不同世代間對於有限的財政資源的爭奪情形必將更為激烈。不同世代間為了「代際公平」(generational equity)而產生衝突，尤其是當人民對台灣財政的永續性產生疑問時，將會努力爭取自身目前所享有的權益，也試圖維護自己未來應獲得的權益。
    在上述不同世代間爭奪資源的政治圖像背後，反映的是代際公平的論述。這種論述假設：高齡者將使用超過其人口比例的財政資源，排擠兒童和工作年齡人口應享有的資源；高齡者將使用其政治勢力爭取資源，犧牲其他年齡層的利益；由於人口結構不斷改變，目前對高齡者的政策不具永續性，對以後的世代不公平(Rydell, 2005: 5)。
    相對於代際公平論述的則是「代際互賴」(generational interdependence)的論述。主張代際互賴者認為，某一世代獲得好處，並不一定要其他世代付出代價；對高齡者有利的政策，也能間接嘉惠工作年齡人口；高齡者在有關工作年齡人口與孩童的政策中亦有利害關係；不同世代間存在服務和支持作用的雙向流動關係；眾多高齡者並非具同質性的群體，而存有多種異質性(Williamson & Watts-Roy, 2009: 160-161)。
    台灣社會對於高齡化和少子女化所抱持的態度，並未明顯呈現代際公平或代際互賴的取向。然而，在實際規劃相關政策與制度時，兩種取向間的爭論將會浮現。例如目前仍在規劃中的長期照護保險，其財務來源中，政府、雇主和被保險人三者間負擔的比例，便具有不同意義，引起的政治反應也會有所不同。強調代際公平者，主張應採取保險的形式，尤其是部分提存準備制，以強化保險制度在財務上的永續性。強調代際互賴者，則可能主張由全民共同負擔長照經費，以減輕家中有需要長照者的工作年齡人口之負擔，協助他/她們留在就業市場上，透過政府對其所得的課稅，有助於其他世代。弱勢團體則希望以稅收挹注長照財務，亦即由全民共同分擔風險。
    同樣的，代際互賴的概念也出現在促進生育的政策上。政府採取發放生育津貼、托育津貼等方式鼓勵生育，希望能刺激更多的「傳家寶」誕生。這也是以當代人的資源挹注下一代人，雖然成效不彰。
(三)搶人戰爭

    在高齡化和少子女化趨勢難以扭轉的情況下，工作年齡人口便成為重要的人力資本，成為各地方政府間、甚至國際間競相爭取的對象。
    台灣社會高齡化速度甚快，高齡者也較不願離開原居住地，不像年輕人離鄉背井至其他地方工作。目前各縣市政府負擔部分有關老人和兒童的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支出，由於生育率不斷下降，高齡者的人數和佔各縣市政府的比重，便成為影響地方財政的重要因素。各縣市經濟產業結構也影響各縣市間人口流動方向。表5顯示的是2006年至2010年各縣市現住人口遷入和遷出登記的數據。戶籍人口數呈現淨遷出者多為農業縣，包括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台東縣和花蓮縣。除了基隆市外，都會區人口數則呈現淨遷入的情形。不過，該項統計並未顯示人口遷入和遷出的年齡結構，同時它也未反映赴外地工作但戶籍仍留在故鄉的工作人口。縣市政府間人口流動方向的趨勢，將使農業縣的財政面臨雙重困境：一方面用於高齡者的支出將逐漸增加，另一方面稅收未必能同步成長。屆時，高齡人口可能會成為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要求補助的理由之一。
    此外，現在有部分縣市政府競相以高額的生育津貼，吸引外來的年輕人口遷籍和生育，以使轄區人口年輕化，並可減輕國民學校減班的壓力。未來地方政府間搶人的情況只會更激烈，方式可能會更多元化。但是，既然少子女化已成為國家安全層次的議題，中央政府應該出面規範這種生育津貼喊價式的政策，不應讓財政較困窘的農業縣陷於人口與財政加速老化的困境。

表5

2006年至2010年各縣市現住人口淨遷入數
單位：人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台北縣
	14,610
	16,057
	21,342
	25,789
	14,501

	宜蘭縣
	-1,895
	-519
	262
	387
	-1,219

	桃園縣
	20,855
	13,879
	14,215
	11,371
	17,623

	新竹縣
	7,052
	4,921
	4,542
	4,740
	485

	苗栗縣
	-1,068
	-728
	482
	990
	-672

	台中縣
	33,44
	685
	1,137
	-1,129
	1,081

	彰化縣
	-5,153
	-4,402
	-4,811
	-3,918
	-6,830

	南投縣
	-2,617
	-1,764
	-1,952
	-592
	-3,499

	雲林縣
	-5,422
	-2,818
	-1,890
	-399
	-3,920

	嘉義縣
	-3,894
	-2,650
	-2,315
	-508
	-2,983

	台南縣
	-207
	-1,794
	-782
	212
	-584

	高雄縣
	-370
	-3,702
	-3,063
	-1,331
	1,511

	屏東縣
	-5,241
	-3,852
	-4,110
	-1,148
	-6,982

	台東縣
	-3,037
	-2,144
	-1,668
	1,020
	-1,270

	花蓮縣
	-1,992
	-1,751
	-1,523
	18
	-1,401

	澎湖縣
	-783
	610
	957
	2,894
	894

	基隆市
	-1,609
	-577
	-1,525
	-665
	-3,713

	新竹市
	1,254
	1,463
	3,321
	3,100
	1,194

	台中市
	7,331
	7,165
	6,320
	4,022
	6,380

	嘉義市
	51
	152
	236
	-218
	-1,502

	台南市
	1,304
	2,707
	1,993
	983
	566

	台北市
	8,727
	-9,722
	-11,431
	-19,638
	8,212

	高雄市
	1,035
	2,697
	2,584
	276
	402

	金門縣
	5,857
	4,531
	2,463
	8,654
	2,989

	連江縣
	-608
	86
	-253
	103
	-26

	總計
	37,524
	18,530
	23,562
	35,013
	21,237


註：淨遷入=總遷入—總遷出。若得出的數值為負數，表示該縣市的登記戶籍人口遷出者多於遷入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全球化也是影響人口遷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對於一國人口的社會增加狀況，全球化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是阻力。一國若是政治安定，擁有具吸引力的就業機會，將吸引其他國家勞工前來工作，甚至定居。反之，該國的勞工將外流至其他國家。近年來，台灣赴海外工作的人口日增，因此進而移民他國者也不在少數。赴大陸工作者更多，雖然沒有明確的統計數字，但一般認為已超過百萬人。甚至有其他國家來台以高薪招募人才，國際間的人才搶奪戰早已開戰。這雖然是對台灣人力資本素質的肯定，但是政府以前在教育領域投入許多資源，培養出的人才卻輕易地流往他國。台灣如何留住優秀的工作年齡人口，也是目前政府和企業各界正在研商的課題。同樣的，台灣又該如何吸引和招攬其他國家的人才來台工作，以緩衝因高齡化和少子女化引起的勞動力問題？

    近二十年來，台灣因外籍配偶已引起眾多爭議。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在社會常遭到異樣眼光，所享有的資源未必充分；外籍配偶也不易取得中華民國身份證。外籍配偶已組成社會團體，並和數個婦女團體合作，試圖為自己爭取應得的權益和平等對待。其實，多年來政府並未認真面對外來移民的議題。民間由東南亞和中國大陸引起外籍新娘，只是暫時解決經社地位較低者的婚姻與生育問題，卻又進一步造成更多更深層的社會問題。當全球化促使各國人民往來、交流，甚至更多異國婚姻的締結，便會涉及有關公民身份的議題。倘若政府只是希望藉由外來移民來提升生育率，降低扶養比，或是解決因人口結構轉變造成的勞動力問題，卻不審慎規劃如何使台灣社會真正接納多元文化，將只會使問題複雜化，並可能產生社會內部的長期衝突。
第六節  結論
    本文主要研究高齡化與少子女化對未來台灣財政的衝擊和人口年齡結構的地理分布，以及財政政治的可能圖像。本文初步的結論是，當少子女化為難以逆轉的人口現象，而高齡化為必然的發展趨勢時，即便生育情況有所改善，也難以遏止整體社會老化的走向。因此，政府和人民必須及早做好心理準備，並在政策與制度上採取行動。高齡社會和超高齡社會的財政壓力，恐怕令人難以想像。尤其，目前政府財政困難，債台高築，如果政府不儘快改善財政，並從長期人口結構的變遷方向進行財政改革，整體國家財政破產為期不遠；更糟的是，伴隨財政破產而來的是社會層面的混亂。因此，在財政永續性(fiscal sustainability)的觀點上，如何將人口結構變遷的因素放進國家財政的規劃與執行中，實為當務之急。
    以目前龐大的政府債務、超低的租稅負擔率和人口老化速度來看，加稅和改善租稅公平是非走不可的路，而且必須儘早進行。雖然此舉會遭遇極大的政治壓力，但是至少目前台灣仍處於人口紅利階段，每人平均增加的租稅負擔將比以後人口紅利消失和勞動人口減少後加稅的每人平均增加的租稅負擔少。然而，要增加哪幾種稅？增加幅度多少？由哪些人負擔？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與解決的問題。倘若人民不願增稅，或是增加幅度有限，則政府必須在其各種支出中做出取捨。最悲觀的情況
是，各種社會保險和退撫基金陸續破產，高齡者的經濟生活陷入困境，引發老年自殺潮。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原本就不佳，高齡化將使地方財政更為困難，加上醫療資源分配不均，農業縣高齡人口陷入貧窮的機率將更高。
    本文認為基於對生命尊嚴的重視、對個人抉擇的尊重和對社會連帶的強調，以及家庭功能日漸萎縮，「人口政策白皮書」中對福利國的主張確有其必要性。政府在白皮書中提出多項預計將對嬰幼兒和高齡者實施的各種政策與措施，不但直接有益於嬰幼兒和高齡者，也間接有益於工作年齡人口，使他/她們能較專注於工作，提高勞動參與率，不必為了家中老小而被迫離開職場。提高勞動參與率，一方面有助於緩和扶養比提高，尤其是扶老比提高而引起的經濟負擔增加問題，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工作年齡人口未來退休後的經濟生活。
    白皮書中現代福利國的建立，需要龐大經費支撐，光是提高生育率的計畫內容，可能一年需要四、五百億元(朱敬一等人，民100：16)，更遑論因應高齡化趨勢所需要的經費。經費籌措過程將產生對代際公平的爭論，不過政府應該強化人民對代際互賴的意識，使人民有社會共同體的體認，彼此互相扶持。沒有人希望讓多數經濟無依的高齡者生活陷入困境，也沒有人希望自己年老時生命失去尊嚴，也沒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受到忽視和歧視。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是各項社會保險成功運作的基礎，也是一個社會能否安然過渡到高齡社會和超高齡社會的重要關鍵。政府如何使社會產生與強化社會連帶的意識，也是當前的重要課題。社會連帶意識的強化，可以使高齡政治減少以衝突的形式呈現與進行。
    目前台灣各個領域的學者已提出許多有關少子女化和高齡化的政策建議，本文在此僅提出數項建議。就長期而言，人口結構變遷對財政可能造成的隱憂，在於高齡化帶來醫療、照護與經濟生活上的支出負擔，以及少子女化使勞動人口減少，進而影響經濟成長，並使稅收減少。因此，本文採取陳信木和林佳瑩(民98)的主張──由勞動力的調控著手。本文主張可分別由提升高齡者和育有年幼子女者的父母(尤其是母親)之勞動參與率著手進行。透過提高二者的勞動參與率，有助於刺激經濟成長、緩和因少子女化而造成的勞動力短缺，進而減輕扶養依賴人口的壓力和增加稅收；增加的稅收可用於高齡者和改善低迷的生育情況。此外，提高勞動參與率也有助於勞動人口未來退休後的經濟生活。
    在鼓勵高齡者工作方面
，由於目前台灣在退休年齡上呈現提早退休的趨勢，因此政府必須修改退休制度，將原本制度中鼓勵早退的因素刪除，並延後退休年齡
。因為高齡者的體能狀況未必能負荷全職工作，因此勞動體制將改革為較具彈性且多元化的工作類型，讓高齡者可以採取部分工時或變形工時，也可考慮逐段式退休(phased retirement)或漸進式退休(gradual retirement)。
    由於高齡者在年輕時所學習的知識或技能未必能配合當前工作之所需，因此政府必須鼓勵高齡者終身學習，不但有助其學習職場上所需的知識與技能。當前教育體系因少子女化而引起的經營問題，則可透過將其逐漸轉型為中高齡者的教育機制而獲得改善。
    同樣地，在少子女化方面，重點在於如何同時提高勞動參與率和生育率(陳信木、林佳瑩，民98：105)。鼓勵育有子女的父母待在勞動市場，尤其是婦女，亦有助於經濟成長和增加稅收，並維持其工作年資與經歷。在作法上，政府應廣設平價的高品質的托育機構，強化褓姆素質，使父母能安心去工作。此外，在兩性平權觀念日益普及的今日，養育子女的責任應該由兩性共同承擔，政府必須將這種觀念反映到人口政策和相關鼓勵生育的措施上。此外，倘若政府正視台灣的人口危機，就應該將小孩視為社會珍貴的資產，和家庭一起挑起扶養小孩的重擔。政府應該從推廣兩性家事共擔的觀念，甚至從制度上鼓勵男性請育嬰假。換言之，創造一個讓婦女有經濟安全感、不必把所有家事往自己肩上擔、能放心工作的環境，才能使婦女願意結婚和孕育下一代。此外，政府應對派遣業進行規範，不要讓年輕人成為非典型就業的主流。經濟安全有保障，才能讓有結婚生育意願者能採取行動。此外，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裡，政府也應該認真考慮如何創造有利於吸引國際人才的環境，同時也可避免國內人才加速外流。
    在人口結構變遷速度加快的局勢下，政府改革的態度必須要更積極，不能只是消極地寄望2012年的龍年會帶來嬰兒潮，改善生育率。即便龍年有較多嬰兒誕生，也可能會「排擠」到2013年的生育率。萬一龍年的生育率未見起色，意味著傳統觀念也不敵年輕人對婚育的看法與態度。各種有關人口結構變遷的政策，需要詳盡與多方面的規劃，政府的腳步不加快，人口結構不斷變動，愈慢從事相關政策與制度的改革，日後整體社會要付出的代價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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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學中將15歲至64歲的人口界定為具有工作能力者，因此，扶養比的計算，是以14歲以下和65歲以上人口的總和，除以15至64歲的人口數。然而，事實上，15歲以上至20多歲人口可能有相當比例仍在求學，未進入就業市場。同樣的，65歲以上人口並不代表完全沒有工作能力或退休，可能亦有部分高齡人口仍選擇繼續待在就業市場。在全世界多數國家都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時，或許未來人口學將改變以15歲和65歲做為劃分人口結構的標準。


� 總生育率，指的是平均每位15歲至49歲間的婦女，在其一生之中所生育的子女數。然而，總生育率對一國生育狀況的評估，並非毫無問題(劉一龍、王德睦，民94)。Bongaarts和Fenny(1998：272)以及Bongaarts(1999：277)曾指出，總生育率包含生育數量(quantum)組成和生育步調(tempo)兩個部分，其中生育步調會導致總生育率的數值被低估。雖然後來陸續有學者針對生育步調修正總生育率的缺失，但是一般在初步觀察一國生育情況時，總生育率仍常被做為衡量的指標之一。


� 詳細資料請見國民健康局網站http://www.bhp.doh.gov.tw/asp/themeParkId=542/990622/2.1.pdf


� 有關女性勞動力的詳細數據，請見行政院主計處網站中有關「女性勞動力崛起」之統計專題分析，網址為：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835&ctNode=531


� 其實，學童就讀公立學校的學雜費並不高，但是台灣學生升學壓力沉重，因此許多家長要求小孩從小學美語、上補習班或安親班、學多種才藝，這些課外的教育成本才是最昂貴的。


� 此處只的未婚女性，已排除將在半年內結婚或訂婚者，以及不想結婚者。


� 職業婦女如果為了育嬰而辭去工作，其工作生涯將由快車道轉到慢車道。就長期而言，婦女薪資無法趕上男性薪資，進而影響其能提領的退休金，這對婦女經濟地位造成傷害，甚至是構成老年女性貧窮的原因之一。


� 本文並非指年輕女性嬌生慣養，而是傳統觀念上，多認為應由女性擔起家庭中養兒育女責任，而不是由兩性共同承擔，現代女性未必能認同傳統觀念的作法，因而選擇自己想走的路徑。


� 由於女性隨著年齡增加，受孕能力與機會也隨之下降，因此當事業有成的婦女想要生育時，身體狀況卻無法配合。


� 不過，Lee和Mason(2010: 178)也指出，人力資本在經濟成長中的角色目前尚未有定論，人力資本在各國的作用差異也很大，可能還受其他眾多因素影響。


� 失業不僅影響失業者目前的經濟生活，更可能因為結構性失業或長期失業，進而影響其老年領取退休金的多寡。


� 按照「新竹市婦女生育津貼發放作業要點」，符合規定的婦女，生育第一胎補助新台幣一萬五千元、第二胎二萬元、第三胎以上二萬五千元，該胎次為雙胞胎補助新台幣五萬元、三胞胎以上補助新台幣十萬元。


� 根據財政部國庫署的資料，至2010年度為止，中央政府一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為4兆5,570億元，佔國內生產毛額的33.47%。2008年度，中央政府一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為29.96%，2009年度該比例迅速攀升為33.12%，金融海嘯對國家財政的衝擊可見一斑。相關數據請見財政部國庫署網站：http://www.nta.gov.tw/subject/03_index/01_main.asp?cate_id=146&sid=1850&bull_id=1872


� 在「勞工保險條例」中，並無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的規定，因此勞工保險基金若發生虧損，眾多勞工權益將受影響。


� 不僅僅是高齡者會有長期的健康問題，現代人因生活和飲食不當，慢性病發生年齡下降，有肥胖問題的未成年人口亦不在少數，長期下來，也將拖垮健保財務。


� 董安琪(民98：106)認為，「養兒未必能夠防老，而政府未必能夠倚賴」，因此個人必須從少壯時就預先為自己的老年經濟生活做準備。


�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江豐富對於鼓勵高齡者工作的議題有深入的研究，請參見江豐富(民98)。


�延後退休年齡是歐洲國家為了解決高齡化和少子女化下的勞動與財政問題，常被使用的解決方案之一。尤其，提早退休在歐洲是常見的現象，造成財政上的雙重負擔，一方面減少政府所得稅收入，一方面必須支付退休者退休金。對白領勞工和專業人士而言，延後退休或許不成問題；但是對於需要大量體力的藍領勞工而言，延後退休年齡確實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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